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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家庭类型对中国城镇职工
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高和荣,李松林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摘要:延迟退休是国家为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适应人口快速老龄化的一项决策部署,
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家庭维度的相关因素是

影响我国城镇职工延迟退休决策的关键变量。 依据家庭在“赡养”和“抚养”两个维度的

责任有无,将其划分为“赡养+抚养”型、“赡养”型、“抚养”型、“无责任”型四类,基于

CHARLS 四期数据,综合运用 Logit、条件 Logit 和 Probit 模型分析四种类型的家庭对职工

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 研究发现:“抚养”型家庭对个人延迟退休的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

逆向影响,“赡养”型家庭会显著促进个人的延迟退休意愿,“赡养+抚养”型家庭对个人延

迟退休决策行为不显著,而“抚养”型家庭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要比“赡养”型家庭更显

著。 此外,职工月收入水平会正向调节“赡养”型家庭对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养老

期望会负向调节“抚养”型家庭对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 为此,要稳步推进托育服务

高质量供给改革,防止“抚养”型家庭消极执行延迟退休政策,切实完善老幼共托政策,解
决“赡养+抚养”型家庭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所面临的难题,并弘扬优秀传统养育文化,提升

个体延迟退休意愿。
关键词:延迟退休;家庭;传统文化;影响因素;“一老一小”

一、引　 言

2025 年 1 月正式施行的《关于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以下简称为《决

定》)秉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

兼顾原则,明确政策的实施“不得违背职工意

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

龄”,由此把国家政策设计与个人选择的权利

有机结合起来。 作为一项具有增进养老保险基

金可持续性[1] 、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2] 、增进

民生福祉[3]等功能的社会政策,如何结合中国

的国情社情人情完善现行延迟退休政策配套措

施、提升职工延迟退休的积极性、确保该政策的

有效施行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与有效施

行主要采取两条分析路径:一是通过理论及政

策仿真与模拟估计延迟退休可能产生的政策后

果,如讨论该政策对身体及心理健康水平[4-5] 、
家庭养老负担[6] 、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7] 、人
力资本积累[8]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平衡性[9] 、
社会平等[10] 等的影响,进而为延迟退休配套政

策的完善提供参考依据,努力做到未雨绸缪。
二是从自身角度分析影响个体选择延迟退休的

相关因素,以厘清政策施行的着力点与难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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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制定相应措施提供决策参考。 一些成果分

析个人特征如性 别、 受 教 育 水 平、 健 康 状

况[11–13] 、职称[12] 、年龄[13] 、工资收入[14]等对自

身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还有研究以企业和家

庭为落脚点,通过寻找这两个维度特征变量探

讨其对个人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其中,对企业

特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薪资发放方式[13] 、
管理氛围[15] 、工作强度、时间与方式[16] 、工作

部门属性[17] ,而对家庭特征的研究则主要关注

子女数量[18-19] 、 配偶间退休决策的互动关

系[19] 、家庭成员间的经济支持和隔代照料支

持[20]等因素。 另一些研究从政策背景和社会

环境出发分析了二孩及三孩政策[18] 、全额退休

福利资格[21] 、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14,22] 、社
会阶层[14]等变量对延迟退休选择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沿着上述第二条分析路径拓展

现有研究。 目前,学界对延迟退休意愿的探讨

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企业特征及宏观社会政

策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人行为选

择考虑不足,然而这恰恰是分析延迟退休意愿

的重要面向。 这是因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
中国人坚持集体主义,注重维系与他人的良好

关系,甚至把它当成表征自我的前提[23] 。 这意

味着,中国城镇职工的延迟退休抉择绝不会局

限于个人范畴,而是会受到绵延数千年传统文

化的影响,尤其是会受到家庭成员与自己联结

的影响。 已有家庭层面的研究重点考虑了隔代

照料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但对赡养责任的

考虑尚存不足。 因此,本研究从家庭文化视角

出发,基于家庭成员间的代际赡养和抚养关系综

合考虑家庭类型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以期提

升城镇职工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1. 理论分析

分析城镇职工渐进式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因素,就是对行为科学在特殊政策场景中进行

应用与阐释,并基于中国本土特征分析影响行

为选择的关键变量。 《决定》 的出台表明政府

承认延迟退休首先是一种自选择行为,个体可

根据对自身、家庭及社会现状的判断而做出相

应的行为选择。 从系统论观点看,个体做出决

策就是其厘清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客体与

客体之间的关系,以解决系统内部矛盾进而实

现决策目标的过程,只是决策系统往往比较复

杂,系统的组份(包括要素和联系)繁多到难以

用还原方法论进行认识和处理[24] 。 按照赫伯

特·金迪斯的归纳,对个人行为的科学解读需

要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和生物等学科理论,其
中,经济学建构了基础的理性行动者模型,社会

学为个体明确了社会角色、职责及行为规范,心
理学旨在解释复杂的人类审慎思虑、目标形成

及学习的各种模式,生物学认为人类的种种行

为均是基因 文化共同演化的产物[25] 。 因此,
本研究主要从前 3 种学科视角展开分析。

在中国,家庭在个体决策中的角色与地位

尤为特殊。 与西方家庭不同,中国的家庭承担

了大部分的社会功能,家庭内部成员关注人口

繁衍、家庭发展甚至是信仰构建等事项[26] ,因
而形成了独特的家庭养老敬老文化[27] 及家庭

催婚催育文化[28] 。 对在家庭中兼具“子女”和

“父母”角色的中年群体而言,他们承担着赡养

老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要求[29] ,扮演着敦促家

庭人口繁衍的社会角色[28] ,在做出延迟退休决

策行为时,需要主动思考自己可能要承担赡养

老人和隔代抚养后辈的家庭分工。 由此,依据

家庭分工所需的“赡养”和“抚养”劳动服务供

给,可将个体的家庭类型划分为需要赡养老人

且隔代抚养小孩的“赡养+抚养”型家庭、只需

要赡养老人的“赡养”型家庭、只需要抚养小孩

的“抚养”型家庭以及无需赡养老人和抚养小

孩的“无责任”型家庭等四种,并分析这四类对

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差异。
2. 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本研究重点探讨家庭文化视角下个体延迟

退休的影响因素,而个体是否选择延迟退休是

一个二值离散变量,因此选择 Logit 模型作为基

准回归模型:
P(yi = 1 | familyim,xi·)=

exp(β0 +β1 familyim+β2xi1 +…+βk+1xik)
1+exp(β0 +β1 familyim+β2xi1 +…+βk+1xik)

(1)

式中:yi = 1 为个体 i 选择延迟退休;familyim 为

个体 i 的家庭类型,m= 1 为“赡养”型家庭,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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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抚养”型家庭,m = 3 为“赡养+抚养”型家

庭;xi1,…,xik 为 k 个控制变量;β0 为截距项,
β1,…,βk+1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2)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此次研究的数据集有两类来源:第一类为

个体微观调研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

踪 调 查 (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2011—2018 年 4
期数据。 由于 CHARLS

 

2020 年的数据无法满

足核心解释变量的测算需求,因此 2020 年的数

据不纳入分析范围。 第二类为微观数据中受访

对象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

台。 模型相关变量如下。
①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延迟退休意

愿( retire)。 参考已有研究[12,20,30-31] ,根据受访

个体预期退休年龄和实际法定退休年龄的数值

大小进行衡量:如果预期退休年龄超过实际的

法定退休年龄,则 retire 变量赋值为 1,表明受

访个体具有延迟退休意愿;如果预期退休年龄

小于法定退休年龄,则 retire 变量赋值为 0,表
明受访个体不具有延迟退休意愿。 具体而言,
如果受访个体是男性,将预期退休年龄与 60 岁

相比;如果受访个体是女性工人,将预期退休年

龄与 50 岁相比;如果受访个体是女性干部,则
将预期退休年龄与 55 岁相比,女性干部和女性

工人的区分主要参考政府的政策及已有的研究

思路[32] ,将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群体设定

为女干部。
②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类型,

为避免出现虚拟变量陷阱问题,设定 3 个反映

家庭类型的变量:family1 表示“赡养”型家庭、
family2 表示“抚养”型家庭、family3 表示“赡养

+抚养”型家庭,这 3 个变量均为 0—1 变量,取
值为 1 表示受访对象所在家庭属于对应类型,
取值为 0 则表示不属于该类型。 家庭赡养责任

的衡量通过家中是否有很不健康(或不能自

理)的老年人数量来确定,只要存在 1 位及以

上则认为该个体存在家庭赡养责任;家庭抚养

责任的测量通过家中未生育的子女数量来确

定,只要家中有 1 位及以上的未生育子女,则认

为受访个体存在隔代抚养的预期。
此外,参考已有文献[13-14,21] ,在个体层面选

取性别( female)、受教育水平( edu)、婚姻状况

( single)、健康状况(disease)、户口状态(urban)
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在家庭层面,选取家庭

生活水平(cost)作为控制变量,参考 Gong 等的

研究[33] ,采用家庭人均消费进行衡量,因为消

费比收入拥有更小的误差,可以更好地衡量长

期资源。 同时,由于耐用品消费频率较低,不具

有长期性,而医疗支出会混淆消费与家庭收入

水平的关系,所以在计算人均家庭消费水平时

将医疗支出和消费支出排除在外,并对变量取

对数以缓解异方差对结果的影响[33] 。 在宏观

层面,选取受访对象所在城市的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pgdp) 、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 pwage) 、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 pfisi) 和人均财政支出水

平(pfiso) 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pgdp 用于控

制受访对象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pwage
用于控制职工再就业对延迟退休决策产生的

影响,pfisi 和 pfiso 用于控制地方财政调控能

力对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 同样地,为
缓解异方差,对宏观层面的这 5 个连续变量取

对数。 所有变量名称、符号、定义及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1,在删除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

变量 为 缺 失 值 的 样 本 后, 得 到 有 效 样 本

2
 

933 个。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依据前文设定模型,在回归模型中逐个引

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Model1 ~ Model4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Model5 ~
Model8 为加入控制变量并固定时间效应和省

份效应的回归模型,利用 Stata
 

18. 0 对模型参

数进行估计,得到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2。
从“赡养”型家庭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看,依据 Model1、 Model4、 Model5、 Model8 的回

归结果可以发现,变量 family1 的回归系数均为

正,并均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相
比对照组“无责任” 型家庭无需赡养老人和隔

代抚养,当职工家庭类型为“赡养” 型时,即增

加赡养老人责任后,个体有更大概率选择延迟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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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retire 有延迟退休意愿= 1;
没有延迟退休意愿= 0 0. 912

 

7 0. 282
 

3 0 1

核心解释
变量

family1 属于“赡养”型家庭= 1;
不属于“赡养”型家庭= 0 0. 058

 

3 0. 234
 

4 0 1

family2 属于“抚养”型家庭= 1;
不属于“抚养”型家庭= 0 0. 235

 

6 0. 424
 

4 0 1

family3 属于“赡养+抚养”型家庭= 1;
不属于“赡养+抚养”型家庭= 0 0. 043

 

0 0. 202
 

8 0 1

控制变量

female 女性= 1;男性= 0 0. 401
 

0 0. 490
 

2 0 1

edu 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 1;否则= 0 0. 032
 

3 0. 176
 

8 0 1

single 目前处于单身状态= 1;否则= 0 0. 083
 

2 0. 276
 

2 0 1

disease 患有慢性病= 1;不患慢性病= 0; 0. 485
 

8 0. 500
 

0 0 1

urban 城市户口= 1;否则= 0 0. 226
 

6 0. 418
 

7 0 1

cost 人均家庭消费水平的对数 6. 967
 

2 1. 431
 

2 1. 252
 

8 11. 829
 

6

pgdp 样本所在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 10. 703
 

4 0. 581
 

5 9. 091
 

2 12. 152
 

5

pwage 样本所在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对数 10. 852
 

1 0. 314
 

8 10. 153
 

2 11. 917
 

3

pfisi 样本所在城市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对数 8. 106
 

7 0. 906
 

7 6. 074
 

8
 

11. 208
 

7

pfiso 样本所在城市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对数 8. 914
 

1 0. 577
 

1 7. 655
 

5 11. 464
 

5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Model5 Model6 Model7 Model8

family1 0. 842
 

2∗∗ 0. 671
 

8∗ 1. 865
 

8∗∗ 1. 592
 

0∗

(0. 391
 

7) (0. 395
 

3) (0. 822
 

6) (0. 840
 

1)

family2 -0. 569
 

2∗∗∗ -0. 544
 

5∗∗∗ -0. 695
 

5∗∗∗ -0. 635
 

4∗∗∗

(0. 139
 

8) (0. 142
 

8) (0. 216
 

3) (0. 223
 

1)

family3
-0. 100

 

5 -0. 230
 

8 0. 062
 

1 -0. 171
 

4
(0. 310

 

8) (0. 315
 

2) (0. 398
 

4) (0. 417
 

5)

female 2. 409
 

4∗∗∗ 2. 432
 

4∗∗∗ 2. 352
 

4∗∗∗ 2. 478
 

5∗∗∗

(0. 299
 

0) (0. 306
 

6) (0. 299
 

3) (0. 310
 

4)

edu -1. 425
 

8∗∗∗ -1. 146
 

1∗∗ -1. 172
 

9∗∗ -1. 363
 

2∗∗∗

(0. 492
 

7) (0. 484
 

6) (0. 462
 

3) (0. 518
 

6)

single 0. 624
 

4 0. 563
 

6 0. 565
 

8 0. 615
 

0
(0. 403

 

0) (0. 408
 

4) (0. 397
 

8) (0. 411
 

1)

disease 0. 213
 

3 0. 231
 

4 0. 257
 

6 0. 205
 

5
(0. 210

 

1) (0. 212
 

2) (0. 209
 

7) (0. 212
 

2)

urban -0. 674
 

2∗∗∗ -0. 690
 

6∗∗∗ -0. 695
 

5∗∗∗ -0. 674
 

6∗∗∗

(0. 237
 

2) (0. 232
 

9) (0. 231
 

8) (0. 236
 

8)

cost -0. 174
 

5∗ -0. 161
 

5∗ -0. 187
 

0∗∗ -0. 153
 

4∗

(0. 090
 

5) (0. 090
 

6) (0. 090
 

0) (0. 090
 

6)

pgdp 0. 251
 

7 0. 151
 

8 0. 140
 

6 0. 242
 

2
(0. 624

 

8) (0. 619
 

3) (0. 622
 

7) (0. 622
 

4)

pwage -2. 875
 

4∗∗ -2. 748
 

5∗∗ -2. 839
 

5∗∗ -2. 780
 

2∗∗

(1. 127
 

6) (1. 129
 

7) (1. 132
 

0) (1. 124
 

2)

pfisi 0. 397
 

8 0. 449
 

0 0. 509
 

8 0. 360
 

8
(0. 546

 

1) (0. 546
 

4) (0. 544
 

7) (0. 547
 

2)

pfiso
-0. 246

 

8 -0. 210
 

4 -0. 352
 

9 -0. 135
 

5
(0. 527

 

3) (0. 533
 

4) (0. 523
 

9) (0. 5341
 

)

Constant 2. 311
 

8∗∗∗ 2. 506
 

9∗∗∗ 2. 351
 

8∗∗∗ 2. 482
 

1∗∗∗ 32. 019
 

1∗∗∗ 30. 789
 

7∗∗∗ 32. 752
 

9∗∗∗ 30. 314
 

9∗∗∗

(0. 066
 

4) (0. 080
 

0) (0. 067
 

0) (0. 085
 

0) (11. 368
 

5) (11. 513
 

2) (11. 476
 

7) (11. 395
 

9)
时间固定

省份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N 2
 

933 2
 

933 2
 

933 2
 

933 1
 

322 1
 

322 1
 

322 1
 

322
Pseudo

 

R2 0. 003
 

4 0. 009
 

0 0. 000
 

1 0. 011
 

4 0. 221
 

2 0. 224
 

7 0. 212
 

1 0. 231
 

1
　 　 注:∗ 、∗∗ 、∗∗∗分别为通过了 10%、5%和 1%的显著性检验。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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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这意味着,只要受访个体的父母或其配偶

的父母中任一人的身体健康处于极差或不能自

理状态时,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延迟退休。 这看

似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孝文化相违背,实则

是孝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一种体现。 近代,中国

经历了一次“大脱嵌”过程,此后民众摆脱了家

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成为独立的、原子化的个

人[34] 。 体现在家庭养老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保

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个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

色也从传统社会情景的设定中抽离出来,家庭

养老服务的供给并不意味着对个体时间的占

用,居家养老并不必然等同于家庭养老。 现代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养老服务的提供有

了多样化的选择,传统孝文化对家庭养老的影

响并未消失,而是由家庭提供养老服务转变为

从市场购买更为专业的养老服务,这一部分额

外的经济支出[35] 会促使个体选择延迟退休以

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
从“抚养”型家庭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

看,依据 Model2、 Model4、 Model6、 Model8 的回

归结果可以发现,变量 family2 的回归系数均为

负,并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

验,这表明相比对照组“无责任” 型家庭,当个

体的家庭类型为“抚养”型家庭时,即增加隔代

抚养责任后,个体有更大概率选择不延迟退休。
这意味着只要受访个体存在一个或更多的未育

子女时,则会倾向于选择不延迟退休,这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发展、孝文化强调的人口繁

衍一致,受访个体对子女生育存在预期会导致

他们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分配给隔代照料服务。
其实,个体也可以在市场上去购买专业的育儿

服务,而不需挤占自己的个人时间,但事实上,
个体对购买抚养服务呈现明显的保守态度。 据

任锋的考察,2020 年厦门所有家庭中,接受商

业托育服务和非正规小托班的 家 庭 仅 占

3. 42%,接受潜在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家庭比例

仅为 29. 4%[36] 。 在照料新生人口时,家庭分工

往往会给予更大的倾斜力度,且更多的是对时

间的占用与耗费[35] ,这将促使个体做出不延迟

退休选择来获取更多隔代抚养的时间。
从“赡养+抚养”型家庭对延迟退休意愿的

影响看,依据 Model3、 Model4、 Model7、 Model8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变量 family3 的回归系数

在所有模型中均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这
表明当个体的家庭类型为“赡养+抚养”型家庭

时,个体对延迟退休的选择并未呈现出特殊规

律,与“无责任”型家庭中个体决策并没有显著

差异。 由此说明,当同时承担赡养老人和隔代

抚养责任时,促进延迟退休和阻止延迟退休的

两种相反效应会发生“对冲”,使得这类职工并

无确切的延迟退休倾向。
2. 稳健性检验

由于解释变量为家庭赡养和抚养类型,不
会根据个体选择是否延迟退休的行为而发生改

变,因此可以忽略反向因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为解决其他问题可能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偏误,
通过如下几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控制固定效应

为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采用条件

Logit 模型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社区层面的遗

漏变量[37] ,通过引入年份虚拟变量控制不随社

区变化的时间层面的遗漏变量,进而减少对估

计结果的影响。 考虑到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不

是本研究重点关注对象,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

结果不再展示,所得其余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 的回归结果发现,family1 对延迟退休

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即家中有需要赡养的老

人时,个体延迟退休意愿会增强; family2 对延

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即家中有未育子

女时,个体延迟退休意愿显著降低; family3 对

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所得结论与基础

回归模型一致。
(2)更换变量测量方式

对延迟退休意愿的测量存在多种方式,原
因在于女性干部和女性工人的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不同。 在我国,女性干部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55 岁,女性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为 50 岁,参考

现行研究的通常做法[32] ,前文在衡量延迟退休

意愿时,以教育水平为划分标准区分了女性干

部和女性工人,但学术界另一常见做法是将所

有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均看作 55 岁[12] ,本研

究采取这种做法重新测量被解释变量,得到的

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4。 同样,控制变量的回归

结果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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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控制社区固定效应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Model9 Model10 Model11 Model12

family1 1. 993
 

5∗∗(0. 994
 

8) 1. 646
 

0∗(0. 987
 

2)
family2 -0. 738

 

4∗∗(0. 315
 

2) -0. 678
 

4∗∗(0. 324
 

9)
family3 -0. 210

 

9(0. 613
 

2) -0. 361
 

5(0. 644
 

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社区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N 385 385 385 385

Pseudo
 

R2 0. 354 0. 357 0. 337 0. 371

表 4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式后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变量 Model13 Model14 Model15 Model16

family1 1. 029
 

7∗(0. 562
 

6) 1. 646
 

0∗(0. 987
 

2)
family2 -0. 762

 

2∗∗∗(0. 184
 

4) -0. 757
 

8∗∗∗(0. 193
 

7)
family3 0. 023

 

7(0. 354
 

7) -0. 320
 

2(0. 369
 

1)

Constant 33. 855
 

6∗∗∗(10. 653
 

6) 33. 145
 

1∗∗∗(10. 639
 

9) 34. 393
 

8∗∗∗(10. 615
 

0) 32. 576
 

0∗∗∗(10. 583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省份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N 1
 

225 1
 

225 1
 

225 1
 

225

Pseudo
 

R2 0. 136 0. 149 0. 132 0. 151

　 　 由表 4 可知, family1、 family2 的参数估计

结果显示在方向上与前文模型所得结果一致。
不过,family1 的显著性程度由 5%的显著水平

降低至 10%,而 family2 始终在 5%甚至是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抚养型”家庭对个体延迟

退休决策的影响更显著。 整体上, Model13 ~
Model16

 

所得结论与前文结论均保持一致。
(3)更换回归模型

除前述两类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排除

主观选择二值离散模型连接函数可能对研究结

论产生的偏误,使用 Probit 模型对模型的参数

进行重新估计①。 结果表明, family1 变量的参

数估计结果仍然为正数,且通过了 5%的显著

性检验; family2、 family3 的参数估计正负性和

显著性与表 4 保持一致,说明抚养责任是个体

做出延迟退休决策的最重要的影响变量,这也

印证了表 4 所得出的结论。
3. 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阐释前文结论,继续对家庭类型

影响个体延迟退休意愿的机制进行分析。 前文

稳健性检验发现,family2 在所有模型中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并显著为负、family1 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并显著为正、 family3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

验,因此主要探讨“赡养型”家庭和“抚养型”家

庭对延迟退休意愿的机制。 由于近年来中介效

应“三步法”和“两步法”的适用性引发广泛讨

论,本研究通过调节效应对前述因果机制展开

进一步分析[38] 。
(1)工资收入的调节效应

如前所述,赡养责任在当今社会展现出的

形式与传统社会并不相同,个体有更大概率从

市场上购买养老服务,或者因赡养需要,个体不

得不继续工作以满足家中老年人对资金的需

求。 无论出于购买养老服务动机还是出于保障

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动机,这都是一种经济维度

的考量。 因此,一般而言,当个体工资收入水平

越高时,个体将有更大概率继续工作以保障家

庭赡养责任的需要,延迟退休意愿就越高。
综上,在模型中引入个体月均工资收入

( salary),并与变量 family1 交互,得到模型回归

结果(表 5)。 由表 5 可知,在未引入交互项的

Model21 中,family1 的参数估计结果与之前保

持一致,在 10%的显著水平上为正数;salar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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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个人收入对延迟退休意愿的调节作用

变量
Model21 Model22

回归系数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回归系数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family1 2. 450
 

9∗ 1. 408
 

8 1. 683
 

0 1. 207
 

8

salary -0. 000
 

3∗∗ 0. 000
 

1 -0. 000
 

3∗∗ 0. 000
 

1

family1×salary 0. 000
 

4∗∗ 0. 000
 

2

female 2. 349
 

4∗∗∗ 0. 345
 

2 2. 367
 

8∗∗∗ 0. 351
 

0

edu -1. 449
 

5∗∗ 0. 635
 

7 -1. 454
 

1∗∗ 0. 626
 

2

single 0. 131
 

4 0. 491
 

4 0. 121
 

5 0. 490
 

5

disease 0. 686
 

0∗∗ 0. 297
 

1 0. 678
 

2∗∗ 0. 299
 

1

urban -0. 406
 

1 0. 316
 

5 -0. 405
 

5 0. 315
 

3

cost -0. 031
 

7 0. 126
 

9 -0. 028
 

9 0. 126
 

9

pgdp -0. 179
 

8 0. 898
 

9 -0. 218
 

0 0. 910
 

4

pwage 1. 098
 

4 1. 616
 

9 1. 020
 

5 1. 617
 

6

pfisi 0. 068
 

8 0. 712
 

9 0. 098
 

5 0. 719
 

7

pfiso -0. 341
 

5 0. 641
 

1 -0. 341
 

8 0. 641
 

4
时间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省份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N 665 665

Pseudo
 

R2 0. 258 0. 260

参数估计结果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数,
表明受访对象月工资收入越高,越不愿意延迟

退休。 从 Model22 结果看, family1 和 salary 的

交互项在 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大于 0,这意味

着受访对象收入水平的高低会调节家庭类型对

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养老服务

购买力越强,因而“赡养型”家庭对延迟退休决

策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个人也有更为充分的理

由选择不退休。
(2)养老期望的调节效应

长久以来,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养儿防老的

观念深入人心,家庭养老始终是一种重要的养

老方式,甚至比社会养老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29] 。 就个人选择而言,如果个体期望自己的

子女能够在自己老年时赡养自己,则意味着其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更深,更认同养儿防老观

念,会更有可能监督其子女完成人口繁衍任务,
而这种预期恰好与个体提供的隔代抚养服务紧

密相关。 所以,存在子女的养老期望会加重阻

碍个体选择延迟退休这个问题。
综上,选择个体在年老时期望得到养老服

务来源(expect)为调节变量,expect = 1 表示个人

倾向于接受子女养老,expect = 0 表示个体对子

女养老没有需求, 将 expect 引入模型并与

family2 进行相互,所得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

表 6。
由 Model23 可知, family2 通过了 1%的显

著性检验,明显阻碍了个体选择延迟退休的可

能性,加入 expect 变量后, family2
 

× expect 通过

了 10%的显著性检验,且对应的参数系数为负

数,这意味着如果个体存在子女赡养老年自己

的期望时会加剧其对未育子女的敦促,并提前

做好隔代抚养的准备,进而提高其选择不延迟

退休的概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主要结论

本研究重点探讨了文化视角下家庭类型对

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通过厘清个体可能

承担的赡养与抚养责任,将职工家庭划分为

“赡养”型、“抚养”型、“赡养+抚养”型和“无责

任”型等四类。 基于 CHARLS
 

2011—2018 年数

据,综合使用 Logit 模型、 条件 Logit 模型和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类型对个体延迟决

策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抚养” 型家

庭对个人延迟退休的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向

影响,即当职工拥有未生育的子女时,他们会为

自己预设隔代抚养角色,进而阻碍其延迟退休

意愿。 第二,“赡养”型家庭会显著促进个人的

延迟退休意愿,即当职工家庭中有 1 位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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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养老期望对延迟退休意愿的调节作用

变量
Model23 Model24

回归系数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回归系数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family2 -0. 688
 

2∗∗∗ 0. 216
 

1 -0. 367
 

9 0. 289
 

0

expect 0. 166
 

1 0. 258
 

1 0. 494
 

1 0. 333
 

2

family2×expect -0. 691
 

8∗ 0. 414
 

1

female 2. 422
 

3∗∗∗ 0. 307
 

6 2. 413
 

6∗∗∗ 0. 304
 

1

edu -1. 119
 

3∗∗ 0. 484
 

7 -1. 151
 

6∗∗ 0. 474
 

5

single 0. 547
 

2 0. 410
 

2 0. 558
 

3 0. 415
 

0

disease 0. 237
 

5 0. 212
 

0 0. 218
 

6 0. 212
 

6

urban -0. 601
 

4∗∗ 0. 265
 

1 -0. 582
 

3∗∗ 0. 264
 

9

cost -0. 154
 

1∗ 0. 090
 

9 -0. 162
 

8∗ 0. 092
 

0

pgdp 0. 164
 

6 0. 619
 

1 0. 194
 

7 0. 619
 

6

pwage -2. 751
 

1∗∗ 1. 127
 

1 -2. 849
 

8∗∗ 1. 153
 

7

pfisi 0. 449
 

9 0. 544
 

7 0. 408
 

2 0. 547
 

8

pfiso -0. 194
 

9 0. 529
 

1 -0. 122
 

7 0. 539
 

4

时间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省份固定 已固定 已固定

N 1
 

306 1
 

306

Pseudo
 

R2 0. 224 0. 228

身体不健康老年人时,其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

替代或完善本应需要承担的家庭养老责任。 第

三,“赡养+抚养”型家庭对个人延迟退休决策

行为不显著,这是因为当家庭中的成员既有赡

养老年人又有隔代抚养小孩责任时,两种相反

的效应发生“对冲”,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得

以淡化。 与此同时,“抚养型”家庭对延迟退休

意愿的影响比“赡养型” 家庭更显著。 进一步

地,通过机制分析发现,职工月收入水平会正向

调节“赡养型”家庭对个体延迟退休决策的影

响,养老期望会负向调节“抚养型”家庭对个体

延迟退休决策的影响。
2. 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家庭文化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

响通过个人在家庭层面的“赡养”与“抚养”角

色扮演得以具象化,最终表现为不同家庭类型

对延迟退休意愿的影响不尽相同。 因此,提升

职工延迟退休意愿需要在家庭层面妥善解决

“一老一小”人口的“赡养”与“抚养”问题。 由

于本研究设置家庭类型虚拟变量时将“无责

任”型家庭作为参照,且“赡养”型家庭对延迟

退休意愿呈现积极作用,因而更多地针对“抚

养”型和“抚养+赡养”型家庭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推进托育服务高质量供给改革,

防止“抚养” 型家庭消极执行延迟退休政策。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延续,“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的理念仍然广泛影响现代人的生育观,
家庭对抚养小孩的关注程度高于赡养老人。 然

而,“抚养” 型家庭的延迟退休意愿较为消极,
其原因在于商业化和社会化的托育服务经验相

对薄弱,尚不足以被职工家庭完全信任。 因此,
提升“抚养”型家庭延迟退休概率关键在于,一
是要充分保障发展托育服务的高质量供给,这
就需要打造“样板” 方案,提振市场信心,让商

业化和社会化的托育服务方案成为一种可靠选

择。 二是要设定激励性政策,通过税收优惠等

方法激励托育服务的供给,探索更加合适的育

儿补贴政策以减轻家庭负担,让托育服务成为

一种可行选择。 三是要健全托育专业人才培养

与评估制度,促进医育融合,并建立跨部门协同

监管框架,让托育服务可以长足发展,进而防止

家庭延续观念对延迟退休决策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切实完善老幼共托政策,解决“赡养

+抚养”型家庭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所面临的难

题。 “赡养+抚养”型家庭内部的“赡养”和“抚

养”代际行为对延迟退休决策存在对冲效应,
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

延迟退休概率,而隔代抚养的时间占用则会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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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延迟退休概率,两种概率一升一降导致此类

家庭面临决策困境。 为此,需要整体思考“一

老一小”的赡养及抚养问题,联合降低赡养及

抚养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扎实推进“老幼

共托”政策的实施,提升“赡养+抚养”型家庭的

延迟退休意愿。 特别是要实施养老托育基础设

施“一体化”建设工程,构建“老幼共托”综合服

务中心,优化跨代际活动空间以降低照料成本;
集约利用老幼共托设施,以社区建设为依托真

正建成 15
 

min 老幼共托服务圈;扎实推动医养

结合与托育照护的双向延伸,促进资源的跨领

域流动,为“老幼共托” 提供医疗保障资源;积
极搭建智慧平台,集成健康监测、应急响应和人

员培训等多种功能,为“老幼共托” 提供技术

保障。
第三,弘扬优秀传统养育文化,提升个体延

迟退休意愿。 前文所述,个体对子女提供赡养

服务存在期盼时,选择延迟退休的意愿及概率

都会下降,这并非西方经济学强调的利益互换

式“理性人”行为,而是中国家庭文化熏陶下一

种维系代际情感传递的本能举动,这种家庭代

际互助传统即便在现在社会也依然展现出强大

的文化抗逆性[11-13] 。 因此,提升延迟退休政策

的实施效率,需要充分尊重传统优秀家庭文化

在个人延迟退休决策中的影响,发挥代际互助

传统功能,探索实施对与父母同住的子女减免

个税或房产税、推行赡养假等政策来降低赡养

与抚养压力,促进个体做出延迟退休决策。 要

鼓励赡养和隔代抚养从义务性传统向专业化社

会服务转变,消解家庭角色预设对退休决策的

刚性约束,通过探索“养老储蓄账户”与“育儿

积分”政策的衔接,允许职工将延迟退休增加

的收入部分转化为父母护理补贴或子女教育基

金,为赡养及隔代抚养向专业化社会服务转型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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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layed
 

retirement
 

is
 

a
 

na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
 

in
 

China
 

aimed
 

at
 

fully
 

utilizing
 

and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and
 

adapting
 

to
 

the
 

rapid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is
 

important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usehold-
related

 

factors
 

are
 

key
 

variables
 

influencing
 

the
 

delayed
 

retirement
 

decisions
 

of
 

urban
 

employe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in
 

“ elderly
 

care ”
 

and
 

“ child-
rearing”,

 

employee
 

families
 

are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
 

“ elderly
 

care
 

+
 

child-rearing”
 

“ elderly
 

care”
 

“child-rearing”
 

and
 

“no-dependency”.
 

Utilizing
 

four
 

waves
 

of
 

CHARLS
 

data
 

and
 

integrating
 

logit,
 

conditional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different
 

family
 

types
 

influence
 

delayed
 

retirement
 

decision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 Child-rearing ”
 

families
 

exert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delayed
 

retirement
 

intentions;
 

“ Elderly
 

care”
 

families
 

notably
 

promote
 

delayed
 

retirement
 

intentions;
 

“ Elderly
 

care
 

+
 

child-rearing”
 

families
 

show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The
 

effect
 

of
 

“ child-rearing”
 

families
 

on
 

delayed
 

retirement
 

intentions
 

is
 

more
 

pronounced
 

than
 

that
 

of
 

“elderly
 

care”
 

families.
 

Additionally,
 

employees’
 

monthly
 

income
 

levels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effect
 

of
 

“ elderly
 

care”
 

families
 

on
 

delayed
 

retirement
 

decisions,
 

while
 

pension
 

expectations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influence
 

of
 

“child-rearing”
 

families
 

on
 

such
 

decisions.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eadily
 

advance
 

reforms
 

for
 

high-quality
 

supply
 

of
 

childcare
 

services,
  

prevent
 

“child-rearing”
 

families
 

from
 

reluctant
 

to
 

embrace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i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elderly
 

care
 

and
 

child-
rearing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 elderly
 

care
 

+
 

child-rearing ”
  

families
 

in
 

implementing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ies,
 

while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child-rearing
 

culture
 

and
 

enhancing
 

individuals’
 

delayed
 

retirement
 

intention.
Key

 

words:
 

delayed
 

retirement;
 

family;
 

traditional
 

culture;
 

determinants;
 

elderly
 

care
 

and
 

child-r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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